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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將宋明理學視為儒學的第二期開展，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這樣

的看法雖然不無簡化之嫌，但基本反映了中國哲學的歷史發展。從中唐

儒學復興運動開始，先秦儒學裡貫注著的精神重新回到了時代精神的核

心。面對佛道二家的籠罩性影響，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學基礎逐漸成

為這個時代儒學發展的主題。這也是宋明理學，特別是兩宋道學，在哲

學形態上更具思辨性的根本原因。

此前種種建構新道學譜系的努力，極大地拓寬了我們的哲學史和

思想史視野，讓我們至少局部地擺脫了單一的線性思想史的束縛，認

識到哲學和思想發展的路徑的豐富可能性。但如果因此以為可以從根

本上顛覆固有的歷史敘述，那我們就走得太遠了。強調北宋儒學的複

雜多歧，並不等於找到了否定以“北宋五子”為核心的道學譜系的根

據；同樣，發現了湖湘學派的重要影響，也並不能動搖朱子在哲學史

上的地位。哲學史工作既是歷史的敘述，也是某種哲學的創造。以自

己的哲學見解衡論哲學史，如何儘量避免主觀性，就成為關鍵所在。

哲學家的歷史地位是由他的哲學高度和歷史影響決定的，當然根本上

還是取決於他的哲學品質。唯有深入哲學家的哲學理脈，瞭解其立言

宗旨，體貼其哲學洞識，探究其思理基礎，並將其體系置入縱向及橫

向的歷史對話關係中加以考察，方能對其歷史地位有深刻周到的認

識。這也正是本書之所以以“北宋五子”及朱子集大成的哲學綜合為核

心的根本原因。



II 

本書是根據 2013年秋季學期“中國哲學史”課程宋明部分的講義

整理而成，是我個人多年來講授宋明理學的心得的總結。在哲學史敘

述方面，有如下幾點提請讀者留意：其一，此書雖是講義的整理稿，

但並不是對前人研究成果的一般性概括，關鍵處都有個人研究的新見；

其二，始終圍繞唐宋儒學復興運動的主題，以此作為宋明理學發展的

內在動力，在本書的敘述當中是貫徹始終的；其三，強調哲學史發展

的邏輯與歷史的統一，力圖展現出宋明理學發展過程中各個環節間思

理的連貫和遞進的層次，也是本書的著力所在。為便於讀者閱讀和理

解，本書儘可能多地保留了課堂講授的口語風格，甚至很多重要材料

都未單獨引出，而是將其融入具體的講解。

在此書的整理過程中，陳建美、呂存凱、秦晉楠、劉沁、王嘉

寶、張龑、湯煒、佟欣妍、曾馨、謝清露、楊文敏、趙文濤、程志翔

等同學，付出了相當多的心力；陳睿超、李震等同學在稿件校核中查

找、核對了部分材料，在此並致謝忱。此外還要特別感謝北大出版社

的田煒編輯，她對學術事業的持久熱情以及由此而生的耐心和包容，

使作者能夠將學術和思想之外的顧慮降到極低的程度。在今天這個時

代，這不僅需要持守的品格，更需要根本的見識。

1997年初冬的某個下午，我第一次講授“中國哲學史”。我的教

學生涯始於一次偶然的代課。那天恰好講張載。至今我還記得課程結

束時的情景。在一教那間略嫌昏暗的教室裡，窗外是冬日黃昏的暮

色，眼前生動的臉孔上某種被點亮的東西，那一刻也永久地點亮了

我。要有怎樣的人生，才配得上那一刻的照亮呢？

2014年 12月 26日凌晨



第 一 講    

韓愈與儒學復興運動

一 中晚唐的文化氛圍

從宏觀的角度看，整個宋學或者說宋明理學的發生，其實都是從

儒學復興這樣一個整體脈絡當中來的。因此我們首先要講明白的第一

個問題就是儒學復興是怎麼來的，為甚麼會有這次儒學復興運動。而

唐宋之際的儒學復興運動的中堅，同時也是古文運動的核心。總體說

來，儒學復興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古文運動，在中國思想史上意味著

一種非常清晰的理性思想風格的復興。值得思考的是，這樣一種高度

理性的思想風格，為甚麼會在這個時代突然出來？

整個李唐王朝，在文化思想層面上，特別是在中國固有哲學的發

展上，並沒有太多值得稱道的東西，這個時代的思想高度主要體現在

佛教上。我們知道，佛教傳入中國後，其中國化過程經歷了數百年的

時間。佛教的這一數百年的中國化過程在隋唐時期達到了巔峰，這一

點是學界普遍的共識。然而，從中國固有文化這個角度來講，很難看

到這個時代有甚麼了不起的思想家。一般我們都會認為唐代是中國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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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鼎盛的時期，這樣的認識恐怕有誇大的成分。實際上你仔細看

唐代，真正穩定的時間有多少，真正安寧的時間有多少，真正興盛的

時間又有多少？跟我們的觀念不同，宋人，尤其是像北宋的二程、張

載這樣的思想家，對唐代並沒有我們現在那樣的崇敬。李唐一代在思

想文化上，總體上是以佛道二教為根柢的。

如果從大的歷史階段講，我們一般把秦漢之際的歷史轉型視為中

國歷史上最大的轉型。秦漢之際的最大變化就在於廢封建、立郡縣，

一個郡縣制國家的規模在這個轉型中開始建立起來。這裡所講的在郡

縣制之前的封建制不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所講的五階段論當中的封建

制，這裡的封建制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分封制度。這樣的封建制可以

說是嚴格意義上的貴族制，與這種貴族制相對照，我們可以把秦漢以

後的制度稱為官僚制。按照我的理解，郡縣制本質上就是官僚制。因

為在這樣的制度下，重要的權力核心的位置，已經不是世襲的了。這

樣一種官僚制度在漢代初年就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選官原則、選才

機制的問題。也就是究竟怎麼選擇人才，讓甚麼樣的人來治理國家。

漢代初年的時候，官員晉升的途徑是非常龐雜的，並沒有一個確

定的、穩定的選擇人才的機制。到漢武帝時期，董仲舒“舉賢良對策”

以後，才提出了一個後來真正在漢代實行的“鄉舉里選”的制度。當

然，這個鄉舉里選的制度的充分實現其實是在東漢。所謂鄉舉里選，

就是地方官除了管好自己地方的事務以外，還有責任向中央王朝推薦

地方的人才。所推薦的人才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孝廉，一類是茂才。

孝廉是著眼於德，茂才是著眼於能，也就是說一個人只要有德有能就

應該被推薦出來、選拔出來，這就叫鄉舉里選的制度，其實就是地方

推薦制。地方推薦制當然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但這種制度也有它的

問題。因為地方官在地方任職，而且漢代的地方官一般任期都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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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管理地方事務的時候，難免要跟地方的世家大族結成某種利益

的同盟。這帶來的結果是甚麼？這等於是選舉權被地方勢力、地方豪

族把握。這個問題到了東漢末年已經非常嚴重。

東漢末年，宦官和所謂士大夫，包括地方名士之間的鬥爭，並不

是一個簡單的對錯問題，好像士大夫一邊就是光明正確的，而宦官一

邊就一定是邪惡陰暗的。這個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們現在一般講到歷

史上的宦官時總是認為宦官是邪惡的，他們身體殘疾所以心靈扭曲，

這個講法恐怕不完全對。我們歷代都禁止宦官干政，但漢以後的王朝

裡，有多少王朝是亡於宦官？為甚麼總是不斷地出現這種狀況，想沒

想過？我一直覺得我們現在有一種特別奇怪的態度，就是一種傲慢，

一種面對歷史的傲慢，一種作為現代人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非常可

怕。甚至在我們前輩的研究當中，你也能從字裡行間發現這種不經意

間流露出的優越感，連錢穆先生都不能避免。他談到中國歷史的時候

總是站在一個虛幻的歷史高度上俯視中國歷史。錢穆先生一向強調面

對中國固有文化時的“溫情與敬意”，但在談論很多歷史問題時，卻

又不自覺地流露出某種沒來由的優越感。真不知道這種優越感究竟從

哪兒來的？我最近常講，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只要是延續了兩三百

年的，那就一定有了不起的地方。它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考慮

一定有值得你尊重的地方。你可以想想看，在技術條件那麼差的情況

下，中央一道詔令得好幾個月才能下達神經末梢，才能到基層，不像

我們今天，“啪”一個電話就下去了。有這麼好的、這麼強的通信技術

手段，維持這麼一個大一統的國家，都有這麼多困難；在那樣一個技

術水準那麼低、行政效率那麼低的情況下，怎麼可能維持那麼大的一

個版圖三百年的時間，這究竟是怎麼做到的？很多問題我們都應該換

一個角度來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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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冗官問題，北宋以來歷代改革都要精簡機構，但每一次精簡

機構都是越精簡越臃腫。所以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來提問：以

精簡機構或者說淘汰冗官作為改革的目標是不是有問題。換言之，我

們也許應該去思考，在歷代王朝中，冗官是否有其不可替代的政治功

能？柳宗元說：“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1歷史自有其“理勢”或

“時勢”，有些東西是沒辦法克服的。前些年有一部電視連續劇《大明

王朝 1566：嘉靖與海瑞》，給我很大啓發。那裡面講的一個道理非常

有意思：因為士大夫是有家的，宦官是沒家的，由於宦官沒家，他是

以皇宮為家的。所以，我們怎麼能認為宦官就一定是奸臣呢？好像沒

這個道理啊。所以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實際上就是地方豪族勢力跟

中央王權的一次大的博弈。而當時皇權沒有別的路，皇帝身邊除了宦

官之外沒甚麼可用的人，尤其是在相權極大的情況下。漢代的相權非

常強，宰相權力極大。宰相作為百官首領，皇權如果要對峙和制衡相

權，它靠甚麼呢？他除了身邊那幾個“身體殘缺”的人以外，還能靠甚

麼？一旦理解了這個問題我們就會想到，豪族問題到了東漢末年已經

何其嚴重。

曹操上來以後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打擊地方豪強。很多人並不

理解曹操上來要努力的方向，這一點陳寅恪先生講得很有意思。陳寅

恪先生說，曹氏跟司馬氏的鬥爭，其實質就是曹氏代表的中小地主階

層和司馬氏代表的大地主階層之間的鬥爭。2曹魏政治集團最重要的政

策就是“抑浮華”。從曹操、曹丕到曹叡，一以貫之，就是要打擊地方

1 柳宗元：《封建論》，見《柳宗元集》，北京：中國書店，2000年，第 41頁。

2 參見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 2—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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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族。所以曹丕和曹植之間的鬥爭，曹植為甚麼失敗？你看曹植總是

跟一些多麼“浮華”的地方豪族混在一塊兒！由於曹植與地方豪族勾

結，因此，曹操是不可能把皇位給曹植的，這是完全沒有可能的。這

是一個王朝的“國是”，是基本國策，含糊不得！

儘管曹魏政權這麼努力，但到了魏晉六朝時期，仍然出現了一個

貴族化的回潮。實際上，魏晉六朝是一個準貴族化的回潮，這樣一個

準貴族化的回潮導致了非常大的問題，這意味著官僚制度被一種局部

的或者說變形的世襲制度所取代。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去看田餘

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此外，唐長孺先生和陳寅恪先生的研究

也非常值得留意。相較而言，我本人更喜歡唐長孺先生平和正大的風

格。魏晉時期的貴族化回潮導致了門閥士族的興起。到了東晉六朝時

期，不同等級的士族之間基本上是不能通婚的，一個人在結婚這件事

情上選了一個比自己門第低的人，會成為這個人一生最大的污點。

這種情況真正的打破是隋朝初年。隋王朝是一個真正世界性的、

有世界史意義的王朝，它的很多做法都是有世界史意義的。其中一個

有世界史意義的事件就是大運河的修成，另一個有世界史意義的事件

就是科舉考試的建立。我一直認為，科舉制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

明之一。一種從未出現過的、真正意義上的公平的選拔機制出現了。

但是科舉制度在隋唐兩代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普及。李唐一代的政治

鬥爭裡面，很多是世家大族和新進的進士集團之間的鬥爭。比如著名

的牛李黨爭，李德裕所代表的就是世家大族、政治世家這個層面，他

們這些人不是通過科舉考試出來的；而牛僧孺代表的就是所謂進士

階層，這個背景是我們一定要注意的。講到這個地方，李唐王室的問

題就出來了。雖然隋唐兩代，門第的觀念已經不如兩晉六朝時期那樣

強大，但是不同姓氏之間的等級觀念還是有著巨大的影響。李唐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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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族，所以當年朱子就講，李唐王室宮廷不謹的原因就在於其系出胡

族。1正因為如此，所以將自己的先世追溯至老子。因以老子為先祖，

所以李唐王室格外推崇道教。由於道教盛行，服食金丹在當時蔚然成

風。整個李唐皇室裡面，因為服金丹而死的皇帝多達六個。而當時不

僅是皇帝服金丹，很多達官貴族也服食金丹。

由前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唐代士大夫階層的精神根底，主要是

道教和佛教的。在政俗兩面，都可以看到宗教迷狂的深刻影響。士大

夫精神世界不歸於佛則歸於老，而這個時候真正有儒家正統觀念的人

越來越少，真正有儒家價值信念的人越來越少。這個背景其實恰恰是

儒學復興運動產生的背景。

儒學復興在這個時候就有了兩個方面的意義。第一個方面的意義

就是在佛道二家的興盛中，如何保持中國歷代延承的儒家生活方式。

儒家生活方式如何能夠延續下去，在這個時候已經成為一個很大的問

題。第二個方面，就是怎麼來對治在政俗兩方面都產生了深刻影響的

宗教迷狂，倡導一種理性主義的精神態度。這實際上也是整個古文運

動興起的背景。

二 古文運動和儒學復興運動

中晚唐時期的儒學復興運動影響深遠，其代表人物當然是韓愈、

柳宗元和劉禹錫。讀《柳宗元集》，能夠清晰地感受到北宋士大夫精神

風格中的那種理性的態度正在醞釀成型。比如柳宗元“疑《國語》”、

1 “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見《朱子語類》卷一百 
三十六《歷代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 32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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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語》”。歷史上一般都講《論語》是孔子弟子所作，柳宗元對此

就提出了明確的懷疑：《論語》裡面清楚記錄了曾參臨終前的遺言，

而曾子在孔子晚期弟子中也算比較年輕的，既然記錄了曾子的臨終遺

言，怎麼可能是孔子的弟子所作呢？這樣的話當然是曾子的弟子記錄

下來的。這與我們今天的觀點就非常接近了。

柳宗元他們對所有問題都抱有一種特別有意思的懷疑精神，與之

相伴隨的是一種理性探索的態度。這種理性的態度，在一組有趣的文

章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組文章源自韓愈、柳宗元、劉禹錫他們幾

個圍繞天人問題的一場思想對話。韓愈先寫了一篇文章叫《天說》，柳

宗元在韓愈《天說》的基礎上又寫了一篇《天說》，這篇文章在完整引

用了韓愈的《天說》之後，對《天說》裡面的思想做了全面的反駁。而

劉禹錫讀到柳宗元的《天說》以後，覺得柳宗元說得也不好，就又寫了

一篇《天論》。這組文章都收在《柳宗元集》裡。韓愈這篇文章非常有

意思。文章主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人們一般都質問，老天為甚麼不

保佑善人呢？為甚麼好人不長壽，壞人活千年呢？為甚麼一個個壞人

都活得那麼好，而正直的人卻活得那麼委屈？韓愈在這裡提出了一個

特別有趣的論辯，他說，人與元氣（天地就是元氣）的關係就像蟲子跟

樹的關係。樹壞了就生蟲，蟲對樹是一種傷害；元氣壞了就生人，人

對元氣也是一種傷害。那你就能理解為甚麼上天總是保佑惡人了。因

為惡人幫天地元氣殺滅人，相當於我們人為樹殺滅害蟲。所以凡是能

夠為樹殺滅害蟲的，樹會感謝他；凡為天地殺滅人的，正如惡人所做

的，天地也會感謝他。我很想知道韓愈到底是在甚麼背景下寫這篇文

章的？柳宗元讀到這篇文章後，就說：“子誠有激而為是耶？”1你韓愈

1 柳宗元：《天說》，見《柳宗元集》，2000年，第 2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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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受了甚麼刺激才故意這麼說的吧，這跟你平時倡導的東西可不

太一樣。雖然你講得非常巧妙，但這個講法跟歷來人們主張上天福善

禍淫的方向正相反。漢代儒者強調福善禍淫之說，強調天人有感應關

係，人做得對，上天會給好的徵兆，人做得不對，上天會給懲罰，這

在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觀中體現得非常充分。韓愈的講法和董仲舒的

講法就不一樣了。柳宗元說你韓愈這是“有激而發”，就是你說話故意

說得這麼偏激，沒必要。柳宗元說，其實你應該這麼去思考，就是天

跟人之間是沒有關係的。天沒有福善禍淫的意志，沒有懲惡揚善的意

志，所以人的善與惡、福與禍都是自己的行為所致。柳宗元的這個說

法比較接近於儒家所講的“無責於人，必求諸己”的態度，而人之所以

應該“不怨天、不尤人”，也是同樣的道理。至於劉禹錫對柳宗元的質

疑，則又開出了另一個脈絡。劉禹錫主張“天人交相勝” 1，也就是說，

在有些領域人的行為、人類的努力是勝天的，而在另外一些領域，天

的所為是勝人的。這就是“天人交相勝”的觀點。

僅從這組文章的對話關係來看，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時

期的士大夫成長的基本精神風格。這是我們要講的第二部分，即理性

化的特徵和普遍懷疑的態度，一種理性的、平實的態度。北宋士大夫

的精神風格，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韓、柳的影響，尤其是韓愈的影響。

宋初的很多重要人物，無論在文風還是人格上，都不同程度受到韓愈

的影響，典型的如歐陽修。

1 劉禹錫：《天論》，見《劉禹錫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 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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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韓愈的貢獻

下面我們來介紹韓愈的貢獻和韓愈的思想。

首先我們來講韓愈的貢獻，韓愈為甚麼這麼重要。錢穆先生講：

“治宋學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唐，而以昌黎韓氏為之率”，1研治宋學

一定要從唐代開始，而韓愈是其中最重要的。陳來老師《宋明理學》這

本書講韓愈這一章的時候，開篇也引用了這句話。首先我們來看韓愈

的歷史貢獻，我主要結合陳寅恪先生的一篇著名的文章—《論韓愈》2

來講。陳寅恪先生的文章一般都比較難懂，考慮到這一點，我認為陳

寅恪先生的寫作風格不如錢穆先生。錢穆先生總是那麼深入淺出，不

管多麼複雜的東西他都能用非常簡單的話給你講清楚。而陳寅恪先

生，我年輕的時候讀他的書，就覺得這個人怎麼這麼愛掉書袋啊！當

然人家確實掉得好，這是沒話講的，掉得那麼秀氣！陳寅恪先生也有

個別文章寫得非常清楚明白，《論韓愈》這一篇就是陳寅恪先生比較罕

見的、寫得比較簡明的文章。陳寅恪把韓愈的歷史貢獻概括為六個方

面。他對韓愈的歷史貢獻的總結是非常全面的。當然有些地方也稍有

不足，我是覺得有些地方他對韓愈思想的把握還是不夠清楚、全面、

透徹，畢竟他的角度不是哲學史和思想史的角度。

首先看韓愈貢獻的第一個方面。陳寅恪先生講韓愈貢獻的第一個

方面，就是盛倡華夷之辨。華夷之辨是韓愈反佛教的最重要的理由之

一，他講佛法自後漢傳入中國，“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

1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 1頁。

2 參見陳寅恪：《論韓愈》，見《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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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1你所做的所有事情都跟中國固有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樣，這是從這

個角度來講。講佛教是外來文化，這一點不是儒家的發明，當然更不

是韓愈的發明。當時佛教傳入中國，最早起來對抗佛教的是道教，而

當時道教就在講華夷之辨。道教甚至有一種非常好玩的說法，叫“老子

化胡說”。老子不是西出函谷關之後就不知所蹤了嗎？據說就一路走到

了印度，就把自己的道傳給了釋迦牟尼，也就是喬達摩．悉達多，於

是就有了佛教。這就是所謂“老子化胡說”。當時道教要調動資源，道

教徒很聰明，調動的資源還是本土資源，這個是我中華固有的東西，

而你那個東西是外來的。但整體上講，道教反佛的過程中，因為它自

己需要不斷借用佛教的各種各樣的理論來說話，所以在某種意義上，

它的理論系統不完整，缺少論辯的傳統，缺少深刻地思辨的系統，不

能給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背後深刻的哲學根據。所以道教徒總體上是

處於劣勢的。

韓愈起來倡導華夷之辨，這一倡導本身就非常重要。我們可以說， 

韓愈倡導華夷之辨，是中華固有文化的又一次自覺，中華固有文化對

自己文化、文明的主體性的又一次自覺。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面對

異族文化的進入，我們可以有多種不同的態度，其中一種態度就是我

們今天格外強調的包容，這種態度我當然也很同意，就像我們中國歷

史上如何消化佛教，如何把佛教的傳統慢慢融化，轉化為我中華固有

的文明傳統。這樣的方式當然很對，但包容總得有個邊界，包容的底

線是甚麼？不能失掉自己文化和文明的主體性。這其實也是我們今天

在面對西方文化的時候特別根本的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在這一點上不

1 韓愈：《論佛骨表》，見《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
615—6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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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的話，你就不是“化胡”，你就是“為胡所化”了。我們當然還是希

望“化胡”而不是“為胡所化”。而且文化的過度包容，除了帶來主體

性喪失這一個危險，在某種意義上，還會帶來另一個危險：因為文化

主體性的缺失、文化邊界的模糊，我們無法發現並維護自身的固有價

值，無法真正找到自己的論辯邏輯。其實，有時候固有價值是有待去

發現和為之辯護的。

上學期我們第一次討論課，討論中國哲學史方法論，我當時參加

了一個班的討論。我認為，在討論中國哲學史方法的時候，你首先要

明確中國哲學史的目的、中國哲學史整個學科成立的原因。中國哲學

史學科的成立跟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建立從來都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

們北大哲學系中哲教研室，是真正具有近代史意義的。馮友蘭先生他

們為甚麼這麼重要？就是在這個時候，在西方文化強力衝擊的時候，

我們正是通過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從而為這個文化確立真正意義

上的主體性。這是中國哲學史學科建立之初最根本的東西。你去讀馮

先生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你去讀《導論》那個部分，他一直要在

中國找到對應古希臘哲學的那個部分的東西。為甚麼一定要在中國哲

學史的發展裡找這個東西？因為哲學是一種文化精神的最高提煉和凝

聚，而這種提煉和凝聚恰恰是一個文明具有文明主體性的根源。

我多年反對盲目的對話和交流，對話和交流的過程當中我們特別

容易為了對話而對話，為了得到別人的理解而喪失自我、喪失自身的

文化主體性。我們的文化喪失自我竟然能到這種程度！比如有人說，

可以有儒家基督徒啊，儒家猶太教徒啊，儒家伊斯蘭教徒啊。那你還

要儒家幹嗎呢？難道儒家就等於人嗎？儒家這個概念一般性地等於

人？範疇模糊到這種程度，你講儒家幹甚麼呢？你還有甚麼儒家的主

體性在裡面呢？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文化邊界意識特別重要。這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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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你可以把它視為想像的邊界。其實國家、民族、文化、文明這樣

的概念，你都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想像的概念。我們年輕的時候流行一

本書，叫《想像的共同體》，這本書裡就講，你的國族的邊界在某種意

義上都是想像的，但這種邊界的想像，是自我品格構成的關鍵。

韓愈貢獻的第二個方面是排擊佛教。在對佛教和道教的鬥爭中，

儒家的批判重心顯然放在了佛教上。到了北宋的時候，程顥、程頤這

批偉大的思想家，都有一個特別根本的方向，就是要對抗佛教。大家

基本上不怎麼談道教，因為道教背後的哲學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但

佛教背後有一個非常完整的哲學系統。中晚唐時期，儒學復興運動的

標誌性事件，就是韓愈對佛教的排斥，韓愈的一生跟這個事情關係很

密切。《原道》裡面特別重要的就在於排斥佛教，一個方面當然是認為

佛教是外來文化，另一方面是認為佛教所講的道理是有問題的。韓愈

另外一個重要的事件我們都知道，就是他被貶為潮州刺史這件事。這

源於一篇奏章，這篇奏章在歷史上非常有名，叫《諫迎佛骨表》，也叫

《論佛骨表》，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這篇文章非常清楚地講了他反佛的

理由。其中講到，首先佛陀是異族的，本來跟我們的文化就不一樣，

又不尊重人倫，又不尊重我們中華文化固有秩序，又不從事生產。

當時有一節佛指骨舍利要迎到宮廷裡，他說古代遇到這種事情，一定

要有巫師用桃枝驅邪之類的舉動，你非但不驅邪，反而以他們的朽骨

為吉祥，這怎麼可以呢？他說歷史上，因為寵信佛教而亡國的例子很

多，最典型的如梁武帝，寵信了半天佛教，結果是這個樣子。1他舉了

很多這樣的例子，當然他因此而被貶。

1 參見韓愈：《論佛骨表》，見《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第 612—6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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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佛骨表》是韓愈最著名的篇章，它當然很好，但後面還有一份

奏章叫《潮州謝上表》，這一表稍微有點丟人，顯然他到了潮州那個地

方就懵了。後來歐陽修對韓愈也有感慨。北宋士大夫對唐代士大夫，

即使是韓愈這樣他們非常尊重的人，仍然有一個貶低和排斥的態度。

歐陽修有一段話說，前朝有一輩士人，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感激憤

發、奮不顧身，就好像不顧身家性命一樣。讀到這個部分呢，就覺得

他們像“知道者”，就跟我們一樣的“知道者”。等一到了貶所呢，就

每天怨嘆呼號、怨天尤人、悲天蹌地的，天天以淚洗面，整個人格就

變得猥瑣了。他說連韓文公都不免。1這個基本是唐代士大夫的普遍特

徵。你再看北宋士大夫，貶了就貶了。你看程頤被貶到涪陵吃榨菜，

吃了三年，回來之後，氣貌遠勝當時，比原來氣色還好了。人家說你

怎麼回事啊？程頤回答說：“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

貴榮達，即不須學也。”2就是說，我們一輩子學習，就是在準備著這

一時刻，終於來了，來了我們就坦然面對。不過《潮州謝上表》也不

失為一篇名篇，大家可以去看，這篇文章讓人覺得韓文公有點自我貶

低。當然這種在皇帝面前撒個嬌啊，也沒甚麼。整個那奏章就是在皇

帝面前撒個嬌，自我貶低一下，貶低得有點過。北宋士大夫就全然不

是這個樣子。在對佛教、道教的排斥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

是經濟理由。經濟理由在《原道》篇裡講得非常清楚：古代四民，士農

工商，農一個階層養四個階層，而今天變成了六民。為甚麼六民呢？

因為士農工商，再加佛和道，而且佛和道都是不從事生產的。這樣一

1 “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
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

參見歐陽修：《與尹師魯第一書》，見《歐陽文忠公集》卷十九，四部叢刊本。

2 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 4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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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老百姓當然不堪重負。1反佛有它具體的政治跟經濟的理由，當然

更根本的理由在於文化。

韓愈貢獻的第三個方面，按照陳寅恪先生的講法，就是發明道

統。道統觀念是韓愈的一個發明，為甚麼呢？由於歷史過程非常漫

長，我們可以看到，儒家在歷史中的傳承譜系變得晦而不明，因為確

實也沒有一個從頭到尾完整的儒家傳承譜系。如果沒有儒家傳承譜

系，那麼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儒者之道的合法性根源在哪裡？所以，

必須發明“道統說”，從而為自己的儒家傳承譜系確立一個合法性、正

當性的基礎。這樣一個道統觀念的建立，據陳寅恪先生講，是模仿禪

宗的“祖統說”。這個講法到底對不對？首先，即使陳寅恪先生也講，

雖然是模仿禪宗的祖統說，但是畢竟這種道統說是跟《孟子》卒章有關

係的，就是《孟子》最後一章，“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那段。其實在古

代的傳承裡面，我們已經可以看得到，那個傳承也是斷的，不是連續

的。堯舜禹湯，從禹到湯，這隔了多少年？湯到文武、周公，周公再

到孔子、孟子，這中間又隔了多少年？都沒有連續的譜系。所以這個

譜系的傳承裡面，特別有意思的是，它恰恰不是完整的、連續的，但

恰恰強調道的這種根源性。通過道統說的建立，從而構建起儒家的傳

承譜系，這跟韓愈在《原道》中表達的一個焦慮有關係。道教徒為了

抬高自己，說你看你們孔子是我們老子的弟子，現在還有人這麼講。

在唐代的時候，唐玄宗時期塑軒轅老子像，孔子在旁邊陪侍。道教徒

說，你看你們的老師都追隨我們學習。儒家的信徒們就說，對啊，歷

史事實是如此。所以在這個地方，他也確實希望通過道統說來確立

儒家有別於道家的一個傳承譜系。所以他講，堯、舜、禹、湯、文、

1 參見韓愈：《原道》，見《韓昌黎文集校注》，1986年，第 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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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公、孔子、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焉”，1即孟軻去世以後，

這個道就丟失了。從這以後，道統說在宋明理學當中不斷地出現，每

個人都講自己的道統。比如蘇東坡有他的道統觀，程頤也有他的道統

觀，一般來說每個道統觀的最後一個都指向自己。

韓愈貢獻的第四個方面，就是倡導一種新的文風，即古文運動。

這一運動最重要的指向就是要找到一種適合傳達思想的文風。這個方

面，我認為是韓愈歷史貢獻中最大的一個。所以蘇東坡講韓愈“文起八

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2這兩句總結非常精彩。“文起八代之衰”，

文章興起於八代文章衰頹之際；“道濟天下之溺”，他的思想能夠拯救

天下人於陷溺當中。這是韓愈在當時的貢獻。“文起八代之衰”，首先

是文體上的突破與貢獻，韓愈致力於發現或者重建一種適合於表達思

想的文風。這個地方，陳寅恪先生的論證非常有意思。他從佛教的翻

譯入手，他說佛經的翻譯是甚麼樣子的呢？因為古代佛教在印度本土

的時候，它的佛經基本上都是偈頌，就是歌謠，都能夠入韻的，都能

夠唱出來的，所以都是押韻的、整齊的，但是翻譯成漢語以後，就遇

到了問題。鳩摩羅什來華，這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事件。

他開譯場，有人在記錄，記錄之後還要潤色，那個翻譯的過程、那個

譯場，它的組織模式就非常非常了不起！但即使那樣翻譯，文章還是

說押韻不押韻，說詩歌不像詩歌，說散文不像散文。陳寅恪先生的文

章中說得很形象，他說好像含著飯餵人，就是這個東西沒嚼好就直接

吐給別人了，非但不能給人營養，反而徒增人們嘔吐的慾望，他原文

1 參見韓愈：《原道》，見《韓昌黎文集校注》，1986年，第 18頁。

2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見《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
5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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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是“嘔穢”。那麼韓愈的文章特點是甚麼呢？這個地方我覺得其實

陳寅恪先生講得挺偏的，我覺得陳先生有一個大問題，由於他有特別

好的梵文和巴利文的訓練，又有特別好的佛經的訓練，人有時候訓練

得太多就所有的地方都想用，有些地方其實不適合用這個。韓愈的“文

起八代之衰”，我覺得跟佛經翻譯沒甚麼關係，如果一定要說漢譯佛經

這事兒對漢語的影響，倒是禪宗的說話方式對北宋的語錄體的盛行有

深刻影響，恐怕更靠譜些。

佛教的偈頌，比如《金剛經》結尾的那個偈子，我們大家都熟，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種偈子，

用一種像詩歌形態的文字來表達思想，這事跟甚麼有關係呢？我覺得

跟邵雍這類北宋道學家的詩有點關係，因為北宋道學家是用詩來講思

想的，兩宋道學家很多人是用自己的詩來講思想的，這個也許跟佛教

有點關係。當時陳師道就講過，韓愈的文章是“以文為詩”的，也就是

說表面上寫的是散文，但實際本質上仍然是詩。所以在散文當中就含

蘊了詩的特徵。它表面上是散文，不押韻，但從文章的節奏和韻律上

講，卻是有詩歌性在其中的，有它的語言節奏，有它的音樂性。詩歌

一定要有音樂性，而韓愈的散文就有音樂性。這個講法對不對呢？我

覺得也對。你比如，韓愈有很多文章寫得確實挺有節奏的，比如《原

道》的結尾講，該怎麼對待佛教呢？九個字，“人其人，火其書，廬其

居”。1我一直覺得這是漢語最優美的部分之一啊，非常有意思。你比

如講中國的歷代經典，“火於秦”的“火”字也是用得非常好的。你仔細

讀韓愈的這個文章，表面看是散文，但裡面自然有其韻律，不用押韻

而有詩歌的形態，所以陳寅恪先生認為這是漢語的大突破。但是這種

1 韓愈：《原道》，見《韓昌黎文集校注》，1986年，第 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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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法我認為不是特別好，實際上蘇東坡講的“文起八代之衰”講得好。

它針對的是甚麼？它針對的不是佛教，而是六朝隋唐那種艷靡的文

風，你要想瞭解這種艷靡的文風，就去看魏晉時期那種鋪陳性文章。

它那文字真叫優美，優美得大篇文章中好些字都不認識，都是用的那

種極為生僻又準確的字。但一篇文章鋪陳下來卻並沒有傳達甚麼了不

起的意思。這種文風到了初唐的時候，即使像初唐四傑，像王勃的《滕

王閣序》，仍然是那樣，沒講甚麼道理。漂亮是真漂亮，基本上每一句

都是對仗，極為工整。但是這種對仗，能傳達出甚麼有效的思想呢？

通過這一點，你就知道過分艷靡的文風對於思想的表達是一個多麼大

的限制。所以古文運動的目標，就是要找到一種適合傳達思想的文體

和文風，就是要打破六朝隋唐的艷靡文風。“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

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這話說得挺漂亮的，但這麼漂亮的話

其實說來說去沒說出啥來，這要讓唐宋時期的古文家來寫，一兩句話

就說完了。你讓韓愈、蘇東坡來，一兩句話就說明白了，而你說這麼

多幹嗎呢？

其實我們今天也是這樣，當代文學批評家李陀提出過一個概念，

我特別喜歡，叫“敘事速度”。任何文章都必須講求自己的敘事速度。

你看看韓愈的敘事速度，哪兒有廢話？《論語》也是，《論語》是非常講

究敘事速度的，《孟子》也是一樣，沒有那麼多廢話，你讀唐宋古文大

家的文章，都是這個特點，可長可短。有話說話，沒話沉默，從不無

病呻吟。你看，韓愈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

鬼》）加起來才多少個字？長則多說，短則少說。再比如《雜說》“世有

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那一段，就那麼一段把道理講明白就完了，總體

上都是這個特點。講求敘事速度，特別重要。而且那種樸實的文風，

這種文風的突破，非常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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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貢獻的第五個方面，表彰《大學》。《大學》這部經典是《禮

記》當中的一篇，在唐以後的思想史上非常重要。但是原本從漢代到唐

代非常長的歷史階段裡，《大學》這篇文章都沒有那麼重要，這篇文章

僅僅是《小戴禮記》中普通的一篇而已，沒有特別大的影響。很早就對

《大學》有所關注的是漢代的揚雄，他在《法言》裡面對《大學》是有所

關注的，但沒有產生甚麼了不起的影響。《大學》這篇文章是經由韓愈

的表彰才真正在中國思想史上大放異彩的。經過韓愈的表彰，到了北

宋，這篇文章就開始成為儒家最核心的經典之一。

韓愈貢獻的第六個方面，是獎掖後學。韓愈在那個時代倡導師

道，韓愈的文章中，特別著名的，除了“五原”就是大家熟悉的《師

說》。《師說》這篇文章在那個時代出現，實際上恰恰從反面說明師道

的衰頹，而師道的衰頹其實跟儒家的衰頹基本上同義，因為儒家是特

別重師道的。為甚麼？你去讀《禮記．學記》篇，其中舉了一連串例

子，其中一句話說得特別好，“師，無當於五服”，在五倫的關係裡，

師沒有一個具體的位置，但是“五服弗得不親”，如果沒有師道，五

倫之間的關係就混亂，所以師道是基礎。儒家一直重教化，這是我多

年講儒家、道家根本分別的時候一直強調的一點。儒家所有的理論都

以教化為核心，道家本質上是不重教化的，因為道家強調自然，而甚

麼叫自然？自然，簡單一句話，就是成為你自己。簡單地說，自然就

是自己而然，用今天俗得不能再俗的一句話，就是成為你自己。很多

人不理解自然是甚麼意思，以為大自然就叫自然，其實在道家的傳統

裡，自己而然名之自然，“道法自然”就是說道對萬物的作用方式都是

使萬物成為它自己。上學期講王弼，是不是講到“道法自然”這句話？

王弼怎麼解這句話？“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這是對“道法自然”

這句話最精彩的理解。回到這個地方來，以前我上課一般要講嵇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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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無哀樂論”，你們可以到網上去找我的一篇寫嵇康的文章，就是專

門講他的“聲無哀樂論”，最後落實的結論就是在這上面。“聲無哀樂

論”其實根本不是美學著作，也不是跟藝術有關的東西，而是政治思

想。“聲無哀樂論”最根本的地方在講甚麼？在講藝術到底有沒有教化

功能的問題。這裡我們講韓愈貢獻的第六個方面，獎掖後學。陳寅恪

先生認為，獎掖後學的目的是讓自己的學說流傳，這個好像有點太功

利了，其實獎掖後學反過來講就是確立師道。下堂課我們講到“宋初三

先生”之一的胡瑗的時候，我們還會再談這個問題，確立師道。

現在很多人都特別羨慕民國範兒，民國的確有一些著名的人物，

像蔡元培先生。蔡先生給學生寫信，開頭一般會寫某某兄，然後落款

是“弟元培”。這當然很好，但這個我做不到，也沒想做。我的學生如

果畢業了我一般也是比較客氣的，我有的時候沒準也會稱“兄”，但一

般情況下我是不會的。為甚麼呢？我是覺得我們這個時代跟蔡先生的

時代不一樣。蔡先生那個時代是師道太嚴，所以他來倡導一種平等之

風，這挺好的。而我們這個時代恰好相反，是師道太弱，所以正是尊

嚴師道之時。在我看來，獎掖後學並不是為了自己的思想得以流傳，

而是要確立起真正的師道來。

這是我們今天講的第三個方面的主題—韓愈的貢獻。

四 韓愈的思想

第四個方面的主題，我們講韓愈的思想。

韓愈最重要的篇章當然是《原道》。《原道》篇特別重要的就是前面

四句話，在這四句話中，他對仁義道德這四個字給出了明確的定義。

韓愈對仁義這兩個概念的理解是非常有意思的，他首先講“博愛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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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從儒家的角度來看，這個提法本身是有點問題的。“博愛之謂仁，

行而宜之之謂義”，仁和義的區別就出來了。接著是“由是而之焉之謂

道”，沿著這條路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後面是“足乎己無待於外之

謂德”。這幾句話對仁義道德給了非常明確的定義，這是韓愈思想的絕

大發明。這四句話之所以重要，在於它重新發現了儒學的基本精神。

剛才說“博愛之謂仁”就字面來講好像有問題，因為“博愛之謂

仁”特別容易流於“兼愛”，就是墨家的兼愛思想：同等程度地愛所有

人，愛無差等。這樣一種愛無差等的觀念當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你

注意，“博愛之謂仁”接下來一句話是“行而宜之之謂義”。行甚麼？

行這個“博愛”。在這裡，仁跟義不是分開的，“行而宜之之謂義”，行

博愛而能夠恰當這叫義，這就把仁跟義的關係確定下來，也就防止了

博愛淪為兼愛。博愛淪為兼愛就是一種泛濫式的愛。通過這樣的表述

我們可以看到，義這個觀念是從屬於仁的，義是具體實現仁的分寸和

界限。這裡，我們已經可以隱約看到程顥的“仁包四德”觀念的某種雛

形了。義不是獨立的價值，義是包含在仁當中的。而甚麼是道呢？“由

是而之焉之謂道”，第一個“之”當然是動詞。我們知道王弼那裡有大

量這樣的討論，為甚麼萬物的本根有時候叫“道”，有時候叫“無”，有

時候叫“本”，有時候叫“母”？為甚麼叫道？取其“物無不由”，所有

事物都要從這兒走，才叫作道。“由是而之焉之謂道”，這裡的“是”指

甚麼？指的是仁義，沿著仁義這條路走，這才叫道。“足乎己無待於外

之謂德”，這句話耐人尋味。首先，“德者得也”，“足乎己”也就是說這

個東西我自己能夠完備、能夠得到。“無待於外”有幾個方面的意思。

首先要思考內外的關係。我們的身體是有內外的，我們的責任之外、

分限之外，又是一種內外。《孟子》當中也強調內外的分別，《孟子．

盡心上》有一段，叫“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



  第一講   韓愈與儒學復興運動    21

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這也

涉及到內外的關係。韓愈這段文字裡這個“得”字，首先是內外邊界的

確立，其次是自足觀念的確立。而自足的觀念突顯出儒家的精神—

“無責於人，必求諸己”，這是儒家特別強調的，這叫得（德）。接下來

兩句“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道與德為虛位”，也就是說

我們評價一個人的思想，你抽象地講道和德是沒有意義的，這個是虛

的。哪家都講道德，道家講道德，儒家也講道德，老子整本書叫《道

德經》，上部《道經》，下部《德經》，講道講德都講得很多。那能說老

子和儒家一樣嗎？所以，“道與德為虛位”，“仁與義為定名”，關鍵看

你講不講仁義。“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是真正為道統賦予內

容的。如果說，在某種意義上道統觀念從形式上塑造了儒家傳承的譜

系、一種合法性的根據，那麼“仁與義為定名”就為儒家的傳承確立了

真正的思想內涵。這裡首先確立了儒家生活方式、儒家生活道理跟別

的思想不同。

我們今天也面對這樣的問題。到底甚麼是儒家？現在各種各樣的

儒家都有，比如儒家宗教派，我稱為“教派儒家”。有些學者老想說儒

家是一種宗教，那麼儒家到底是不是一種宗教呢？儒家應不應該成為

一種宗教呢？儒家要真成了宗教，那還是儒家嗎？儒家是一種理性的

生活態度、合道理的生活方式、符合人的本質的生活方式。“仁與義為

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韓愈藉此強調出儒家跟其他思想傳統的不同。

當然，我們今天的責任恐怕不是一個簡單儒家的責任，我們今天的責

任是一個廣義的中國文化重建的概念，所以我常說我們的努力應該朝

向一個未來的“漢語性文化”，而“漢語性文化”的重建和復興其中特別

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自我邊界的建立。你得區別出來我們跟印度人的

道路有甚麼不一樣，我們跟佛教徒、基督徒、天主教徒有甚麼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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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現在一味籠統含糊地講包容，不加區分的寬恕和寬容不就約等於

虛無主義嗎？其實，個人的人格也是如此。你這個人如果一輩子連一

個恨你的人都沒有，和一個你恨的人都沒有，我覺得你也算白活了，

你的人生太不豐富多彩了。因為在這個意義上，意味著所有的事情你

都能接受，多噁心的事情你都能接受，你口味太重了吧？

韓愈思想的第二個方面，我們要講到他的人性論。韓愈的人性論

是從現實的人性這個角度來講的。通過《原性》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韓愈講到人性問題的時候他說的是人不需要學習的那部分，在他看

來，生而俱有的、不需要學習的那個部分就是人性。因此他提出了人

性上中下三品說：有的人生而性善，有的人生而性惡，有的人生而性

不善不惡，這個不善不惡是可以導而善惡的，你可以對它引導，讓它

變成善的或者變成惡的。 1這個觀念從理論資源上來講，是從《論語》

中“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的觀點當中得來的。從經典的根據上講，他講

的是沒問題的。在這個立場上，他解釋了現實的人性，同時也能解釋

歷史上的一些相關記載。有的人生而性善。對此，韓愈有他的論證邏

輯，他說如果所有人都可以通過後天環境的影響來改變，那麼堯怎麼

影響不了丹朱呢？這個論辯還真是挺有說服力的，丹朱是堯的兒子，

堯怎麼不能影響自己兒子呢？兒子怎麼那麼壞呢？舜的父親那麼壞，

怎麼影響不了舜呢？可見有的人生而性善，有的人生而性惡，有的人

生而性不善不惡。由此出發，他批評了此前的人性論，他認為無論孟

子還是荀子都是錯的。孟子講性善，荀子講性惡，都是遺其中而得其

二。荀子講性惡是就生而性惡那批人講的，孟子講性善是就生而性善

那批人講的，都沒有講到中間那部分可善可惡的人。從這裡我們可以

1 參見韓愈：《原性》，見《韓昌黎文集校注》，1986年，第 19—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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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韓愈對人性的理解和思考實際上是比較粗淺的，他根本沒有理

解孟子整個人性論辯論的邏輯。相較於韓愈，他的弟子李翱的辨析要

更精微一點。

五 小結

到這裡，我們對韓愈的時代，對中晚唐時期的文化氛圍，以及韓

愈的歷史貢獻、韓愈的思想做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介紹。從韓愈開始，

儒學開始走向復興。但是儒學復興的道路仍然是晦而不明的，到韓愈

這兒也還不是太清楚，韓愈只是模模糊糊地找到了一個儒學復興的方

向，但是儒學復興的具體問題，還沒有真正地拈出，儒學復興的具體

目標還沒有真正明確。最早明確地把儒學復興的課題當作一個完整的

問題提出來，這要到程顥，程顥才真正發現了儒學復興的關鍵所在。

而在此之前，儒學復興基本上一直在黑暗中摸索。雖然如此，韓愈的

努力和貢獻，已經為儒學的復興確定了一個初步的方向。





第 二 講    

北宋士大夫精神與宋初三先生

一 北宋的開國規模和士大夫精神的覺醒

北宋在我看來是一個迷人的時代。讀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

我們會發現北宋這個朝代非常奇怪。在這個時代，整個民間達到了相

當富裕的程度，而與此同時，北宋王朝從整體上看給人的印象卻又是

積貧積弱的。所以如果從某種我稱之為“青春期歷史觀”的角度看，

北宋實在是無足觀矣。北宋從太宗朝以後基本上沒有打過甚麼像樣的

勝仗，沒有過一次給人深刻印象的酣暢淋灕的大捷。但是如果我們從

精神文化這個角度看，我們又會發現北宋文化所達到的高度，到今天

為止，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空前絕後的。北宋的思想藝術成就、文

學所達到的高度，到今天為止都可以算作是空前絕後的，幾乎所有重

要的中國古代的文化思想方面的東西在北宋都有其焦點。那個時代隨

便一個準一流的人物，放到別的時代裡，都是絕對的一流人物。在那

個時代像蘇東坡這樣的人物都未必能算得上是一流人物，因為如果你

把蘇東坡算成一流人物的話，那麼王安石、司馬光就有點兒沒地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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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看到這批人物，我常常會想，怎麼會出現這麼一個奇怪的時代，

這麼短的時間中國文化就從低谷一下子達到了頂峰？

我們知道北宋前面的那個時期可以算作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

頁。我特別同意錢穆在《國史大綱》裡面的講法，他認為五代十國是中

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時代。短短五十多年的時間，中原就經歷了五

朝、八姓、十三君；而且還四分五裂，無法實現真正的統一。1整個殘

唐以來的亂局導致的結果是，唐以前的整個社會文化積澱基本上都被

打碎了。殘唐五代的亂局導致從文化、政治結構到基層社會結構，只

剩下一地雞毛、一片瓦礫。一般情況下，我們的歷史上亂世都不乏英

雄，比如三國，亂歸亂，但我們可以看到那是一個巨人的時代。而五

代卻亂到了連英雄都沒有的地步。整個五十多年的時間，基本上沒有

值得記住的名字。能記住的名字大概也就是馮道這樣的人，此人歷經

那麼多朝代的更迭而“屹立不倒”，所以雅號“不倒翁”。當然能做“不

倒翁”也確有其了不起的地方，但這種了不起多少有些猥瑣，實在不值

得我們提倡，尤其是在今天。這種人格的卑瑣一直延續到宋初，其實

宋初士人的人格也很卑瑣。北宋初年士大夫裡面真正人格崇高的，大

都是道教徒，如陳摶、種放之流。而整個儒家士大夫人格的卑瑣是令

人震驚的：真宗朝日子過得稍微好一點，一群人就鼓動真宗去封禪，

去做這種奢靡的無聊舉動。由此，你就可以隱約窺見那個時候的一般

人格形態。

令人詫異的是，到了仁宗朝，整個文明突然達到一個躍升，這是

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這種情況到底怎麼來的？我在《氣本與神化：張

載哲學述論》的導論部分有過比較詳細的分析。我的分析是以王夫之的

1 參見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 493—5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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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論》為出發點的。王夫之在《宋論》中有一個我們今天看來非常奇怪

的問題：為甚麼根基像宋太祖這麼弱的一個人，以這麼弱的方式得了

天下，卻能給天下帶來數百年的安寧，而且使這個文明很快就達到非

常高的高度呢？我們知道歷史上得天下的方式：太上以德，像堯舜這

樣的；其次以功，弔民伐罪之功，像商湯、周武這樣的；其次以力，

力量足夠強大，能夠征服其他的國家，比如秦滅六國；最次還得能篡，

篡位也是有條件的，需要經過精心準備，如果沒有幾十年甚至幾代人

的積累，你根本就沒資格篡，以司馬懿的雄才大略，他活著的時候也

沒能篡成位。上述這些條件，宋太祖都沒有。那他是怎麼做到的呢？

個中原因，王夫之給出的說法是：正因為宋太祖以這樣的弱勢得了天

下，所以有一種東西被注入到他的心裡，這個東西叫做“天心”。上

天之所以把天下給了格局這麼弱的一個人，目的就是要把“天心”加給

他。而這個“天心”是甚麼呢？就是一個字—畏。這樣一種精神構成

了北宋開國規模最根本的一個基礎，我覺得這是王夫之的一個洞見。

正因為自己弱勢得天下，所以有畏；正因為有畏，所以不敢。由畏帶

來的不敢：下不敢殘虐百姓，上不敢苛待士大夫。總之，因為畏，所

以寬容。用王夫之在《宋論》裡面的分析就是，正因為畏，所以“無責

於人，必求諸己”，而這恰恰是儒家精神的一種體現。因為覺得自己並

沒有甚麼了不起，所以不敢去苛責別人。所以士大夫人格卑瑣，他用

的方法不是去更嚴格地要求他們，而是去養。北宋養士的風格，就是

寬容的一種體現。這種寬容之風就形成了北宋的家法。

我們一般會說中國古代沒有憲法，這種觀點當然是有根據的。但

中國古代雖然沒有憲法，卻有不成文的規矩。每一個王朝都有家法，

北宋王朝也有家法，有時候稱為“祖宗之法”。我們北大歷史系的鄧小

南教授就有一本書叫《祖宗之法》，寫得非常好。祖宗之法是一代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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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確立的基本規矩，對後世君主的行為是有非常深刻的影響的。北

宋王朝有三條家法，是太祖立下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叫“不殺大臣及

言事官”。如果對比漢代，你會發現，漢代的宰相被誅殺的例子是非常

多的。僅漢武帝這一代，他殺掉的宰相級的人物就有多少！但是宋代

對貴為三公的大臣是基本上沒有誅殺之罰的。到了北宋末年，北宋王

朝已經滅了，金人立了張邦昌做大楚的皇帝；後來南宋朝廷對張邦昌

的處理，最多也是賜其自盡而已。這要在別的王朝可不得了，這是要

族誅的。而言事官就是諫官，古代有諫官的傳統。言事官的責任就是

提意見。既然你讓他提意見，你就要對他寬容。北宋對言事官的寬容

可以說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他能夠允許言事官“風聞奏事”。所

謂“風聞奏事”，就是可以以風傳的謠言為根據來彈劾，而且有權拒絕

透露謠言的來源。這不等於說言事官有權利造謠嗎？怎麼能寬容到這

種程度！

畏字帶來的第二個方面是疑忌。憂畏之心一方面可以帶來寬容，

另外一方面可以帶來疑忌。北宋的很多問題都在於其過度成熟的政治

文化。為甚麼這樣講呢？因為郡縣制國家的模式，從秦漢建立以來，

到北宋時已經經歷了上千年的積澱，這一模式的各種優缺點、各種危

險，在此前的歷史中已經充分表現出來了。今天很多人講美國式的憲

政民主政治是人類最佳的政治形式，甚至是唯一合理的、唯一合道德

的政治選擇。但我一直覺得這種制度其實還未經過歷史的充分檢驗，

這事兒恐怕還得再看看，也許至少還得再過個兩三百年，才能真正看

清楚。北宋以前上千年的郡縣制國家的文明積澱，使得這種政治所有

危險的可能性都已經嘗試過了。各種各樣危險的可能性像一面鏡子，

處處透出暗示和提醒，對這些危險的警醒，導致了北宋政治文化根

柢裡的疑忌精神，這反映在太宗的理念中，就是“事為之防，曲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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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甚麼事情都要以防為主，所有的方面都要有嚴格的管制。權力之

間的相互牽制和制衡在宋朝達到了極為精微的程度，靈活運用權力的

空間被降到了極低的限度。

以對外的戰爭為例。北宋在外帶兵的將帥是沒有便宜行事權的，

就是說不能根據戰場情況的變化做戰略甚至戰術上的調整。北宋的將

帥出去打仗一般都帶著欽定的陣圖，有變化要及時上報朝廷，不能自

己做主。而那時候通訊效率又低，所以北宋對外戰爭方面的弱是制

度選擇的結果。太宗常說一個王朝“有內憂則無外患，有外患則無內

憂”，如果要選擇呢，還是選擇外患比較好。因為內憂是致命的，外

患往往是不致命的，前幾代王朝都亡於內憂。這樣想也不能說全無道

理，但歷史常常充滿了戲劇性—北宋最終卻亡在了外患上。

關於北宋在戰爭方面的無能，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有些解釋非常

有趣，但不大經得起推敲。比如柳詒徵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中認為北

宋為甚麼弱，因為從五代起，中國女人開始纏足。纏足導致女性身體

變弱，結果生出來的孩子也弱，當然就打不過北方的少數民族。但問

題是，南宋初年的岳家軍難道不是小腳女人生出來的？怎麼就那麼強

呢？同樣有趣的是錢穆先生的解釋—很多人都覺得錢先生的講法很

有見地，但實際上也不大經得起推敲。錢穆先生說，古代戰爭中最重

要的是騎兵，騎兵對步兵有強大的優勢，這個很容易理解。因為騎兵

第一是速度快，這還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騎兵可以穿重裝甲。

所以騎兵對步兵是有先天優勢的。而騎兵必須有好的戰馬。錢穆先

生講，養戰馬有兩條特別重要：第一，要有高寒的環境和好的水草；

第二，要有比較空曠的空間。而中國古代出好馬的地方都不在北宋疆

域內，一個在遼東，一個在西夏。北宋養不出好的戰馬，所以仗打不

過。這個解釋很多人都很信服。可按照這樣的講法，兩宋以及此後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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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的很多史實都是解釋不通的。在我看來，北宋的弱是制度選擇的

結果。關於這一點，大家有時間可以去看漆俠先生的書。關於宋史的

研究，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鄧廣銘先生、漆俠先生的研究都是我們

研究的基礎。作為北宋政治文化的核心，“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綱

領對王朝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軍事方面體現得尤為明

顯。以神宗晚年為例。到元豐末年，王安石變法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

果。最重要的成果就在於財富的積累已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已經有足

夠的財富能夠發動戰爭了。於是宋神宗發動了對西夏的戰爭。但幾路

大軍派出去，居然沒有統一的主帥，導致各路大軍之間根本不能協同

並進，最終以慘敗收場。北宋在國防方面真是堪憂。你看北宋的版圖

就知道了。造成這種格局的主要原因在於王朝初年向北征討不利，轉

而向南征討。在朝代初興的時候一定要把最艱難的地方拿下來。太祖

朝沒有拿下北漢，太宗朝雖然拿下了北漢，但在攻打燕雲十六州的時

候失利，這導致燕山山脈這個天然屏障反而成了別人的屏障。而開封

又是個四戰之地，到了冬天，遼人放馬南牧，幾天就能打到開封。太

祖晚年曾經要遷都，想遷都洛陽，但是遷不了。為甚麼？因為洛陽在

物資集散方面的便利程度，遠低於開封。唐以後的統一王朝，都在大

運河沿岸建都，根本原因在於方便物資的轉輸。1

北宋雖然富庶，但整個國家一直是岌岌可危的，這種盛世隱憂的

局面，構成了士大夫精神覺醒的基本要素。再加上北宋有養士之風，

北宋自王朝初年起就強調士大夫精神，鼓勵士大夫人格的提升。太宗

朝開始，進士及第以後，由皇帝欽賜《禮記．儒行》篇。《儒行》強調的

1 參見楊立華：《氣本與神化：張載哲學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
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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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剛毅特立的士大夫精神，由此可以看到北宋初期君主鼓勵的方向。

北宋前期的士大夫如范仲淹、胡瑗等人，身上大都可以看到《儒行》的

影響。北宋時期同時又有一種非常寬容的氛圍—容忍士大夫在一定

限度內對朝政的批評。既砥礪士大夫的精神人格，又營造出一種包容

的氛圍，加上盛世隱憂的格局，某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也就自覺自

然地湧現出來。

范仲淹“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精神，是那一時期士大夫精神

風格的典型。我常常講，任何歷史主體要想真正深入自己的時代，這

種“憂”的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憂”這種精神，當然不是范仲淹的

發明。《孟子》一書中早已講到“憂”這個字。我們去看“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那一章。要理解“勞心者治人”這句話一定不能脫離具

體的上下文，這句話後面短短兩三百字的一段，“憂”這個字出現了

六次。其中，“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區別，主要在於所憂對象的不

同。對於“勞心者治人”這句話，如果帶著理解、而非簡單從字面上翻

譯的話，應該譯為：唯有憂民者才有資格成為統治百姓的人。“憂”是

最深的愛，而且不是佔有性的愛，是承擔性的愛。生活當中，最強烈

的“憂”體現在父母對子女的愛當中。正因為這種“憂”的精神，所以

北宋的思想主體可以深入到時代當中來。北宋士大夫精神裡兩種傾向

最為強烈：一種是政治改革的傾向。仁宗朝開始，幾乎所有的士大夫

都有強烈的政治改革訴求。從范仲淹開始就一直要改革，直到王安石

變法。王安石變法雖然引起了所謂的保守派勢力的反彈，但是在保守

派的陣營裡面也有很多人是贊成改革的，包括二程。二程也認為必須

得改，關鍵在於究竟怎麼改？是不是一定要像你王安石那麼改？除改

革方案的不同外，二程還認為王安石不能“與人為善”。《孟子》中講

“與人為善”的意思是“取於人以為善”。王安石拒絕容納別人對他的



32  宋明理學十五講

批評，這是程顥最不能接受的地方。要求政治變革，是那個時代士大

夫的基本共識。這一個方面，在范仲淹到王安石的改革實踐中發揮到

了極致。另一種傾向，則體現為對整個文化的焦慮，對人倫秩序的焦

慮，由此必然產生對人倫秩序安排及其背後的哲學理由的關切。如何

抵禦佛老的衝擊，用一種理性的、人倫的生活態度來引領人們的社會

生活文化，就成為宋代士大夫焦慮的另外一個方向。那麼北宋士大夫

的精神自覺，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的重要體現。我們剛才講到憂的精

神，“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精神，以天下為己任的承擔意識。這種

承擔意識不是每個時代的人都有的，或者至少不是每個時代的人都能

達到如此強烈的程度。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困窮苦學的普遍性。北宋士大夫普遍有困窮苦學的經

歷，像范仲淹、歐陽修、胡瑗這些人，全都是困窮苦學的典範，范仲

淹是其中的代表。范仲淹年輕時在一個寺廟裡讀書，到冬天疲憊不

堪的時候，就用冷水潑臉，潑醒了之後繼續讀書。窮得不行，每天熬

粥一鍋，划為四塊，每天就吃這一鍋粥。歐陽修的父親去世得早，早

孤，他的母親用蘆葦稈畫地教他寫字。歐陽修小時候，有一次到隔壁

的一個李姓的財主家裡去看書，看到有一些殘破的書扔在垃圾筐裡，

歐陽修就揀出來讀，覺得文章得真好，就跟人家把這本殘缺不全的韓

愈文集要了過來。他的文風受韓愈影響最大，根子就在這兒，以至於

歐陽修成年以後，還要不斷收集韓愈的文章。

第三點是道德的自我節制力。當時士大夫當中普遍地具有很強

的道德的自我節制力，他們對於自己的私人生活有一種近乎宗教的虔

誠。即使像蘇東坡這樣的放達之士，比較前朝而言也要嚴謹很多。前

代如白居易、元稹之流，那種私生活的態度是很有代表性的。但到了

北宋，道德的自律成為普遍的風尚。比如，司馬光是王安石的政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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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兩個人都拒絕納妾。程顥批評王安石變法，但在不喜坐轎這一點上

卻與王安石完全一致，程顥認為坐轎等於“以人代畜”。即使蘇東坡

這樣的人，雖然文章寫得飄逸了些，但是私生活還是相當嚴謹的。東

坡就是興趣太多。那真是個天才，做甚麼都行。儒釋道都有研究，還

精通煉丹—他的文集裡有多種丹方。自己會釀酒，他在一篇小文

章裡寫自己怎麼釀酒，連這事兒都寫得極風雅。書法就不用講了，畫

也好，雖然流傳下來的極少。文章那是寫得漂亮。蘇東坡講自己的文

章時說：我的文章“如遍地泉源，不擇地而出”，就是說像源頭活水

那樣隨便哪個地方都能湧出，而且“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

止”，也就是說該著筆墨的地方一定寫到，該停下來的地方自然也就停

筆了。1他還會做菜。東坡酷愛吃肉，後來東坡和程頤之間矛盾爆發，

就跟吃肉有關。他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的時候收入少了很多，不能天天

吃肉，倍覺鬱悶。他居然會想到去找到某種菜，做出來口感比較接近

肉。但即使這樣感性的一個人，總體上講對自己的道德要求也是相當

嚴的。

第四點，排抵佛老，倡導儒家的理性生活成為一種普遍的人生

態度。當然也有一些人雜於佛老，比如王安石。晚年逃於佛老的也不

少，像蘇東坡早年曾極端反感佛教，遇到和尚必折辱之而後快，到後

來人生遇到挫折以後，也以逃於佛老為歸宿。儘管如此，從士大夫精

神的整體方向看，排抵佛老還是當時的主流。

1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
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

不止。”見蘇軾：《雜說》，見《宋文鑒》卷第一百七，四部叢刊影宋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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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胡瑗的著作與思想

接下來我們講宋初三先生。

談到宋明理學的發展歷程，我一向認為朱子的整體回顧和追溯是

基本準確的。我們看《宋元學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安定學案》，講

的就是宋初三先生中的胡瑗。這樣一個思想史的觀點近幾十年來屢遭

挑戰，有很多的學者挑戰這樣一個思想傳承的譜系，典型代表如漆俠

先生，他一直認為王安石比二程、張載重要。這種觀點有點類似於美

國亞利桑那大學的田浩教授，他一直認為呂祖謙比朱熹重要。1但我們

認真讀書就會有這樣的體會，從哲學的品質來講，呂祖謙跟朱子比實

在差得太遠了。這種懷疑宋明道學的傳承譜系的思想傾向到了余英時

的《朱熹的歷史世界》這本極具影響的失敗的著作，達到了頂峰，他

居然把整個道學後來的思想發展歸入到所謂“後王安石時代”的理路當

中。2這就連基本的歷史因果關係都搞不清楚了，這樣的一些懷疑非常

奇怪。你回過頭去看《朱子文集》裡面，從宋初三先生到北宋五子再到

朱子這樣一個集大成的哲學綜合，整個思想演進的過程從胚胎到逐漸

的分化再到最終的成熟，一步一步是非常明晰的，觀念的演進過程也

是非常清楚的。不是說站在我們今天這樣一個後視的角度上強調這個

人比二程重要，那個人比二程重要，就因此改變了歷史的真實演進過

程；在哲學的品質上，在對時代問題的覺醒的程度上，其實沒有哪個

人比二程、張載和朱子這樣的哲學家更重要。我的態度是，我們要理

1 參見〔美〕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第 113—114頁。

2 參見〔美〕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11 年，第
407—4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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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整個宋明理學的發展史，還是得回到《宋元學案》的基本架構上來。

這樣一個朱子追溯的傳承譜系，如果你不是非得刻意求異的話，其實

基本上是符合宋明理學發展的基本歷程的。

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孫復和石介。首先我們先來講胡瑗的思想。

關於胡瑗這個人，我簡單介紹一下。胡瑗生於公元 993年，去世

於公元 1059年，字翼之。胡瑗是北宋早期士大夫精神的代表，其經

歷的很多方面都頗具代表性，比如少年就“以聖賢自期許”，“家貧無

以自給”，然困窮之中苦學不倦。《宋元學案》裡講他“攻苦食淡，終夜

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

展，恐擾心也”，1讀書刻苦到這種程度。我們注意北宋前期的重要人

物普遍都和一個人有關，這個人就是范仲淹。有的時候一個人可以影

響一個時代甚至很多個時代。現在很多人對我們今天的精神文化狀態

很焦慮，當然我也認為現在的狀況很糟，但也不必過分焦慮—再糟

糕也沒有糟糕到五代那個程度。有的時候一個時代的到來，幾個人就

能影響之後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化發展的品格和方向。范仲淹就是

這樣。當時幾乎所有重要的人物都和范仲淹有關，包括著名的武將狄

青。像孫復、胡瑗這樣的人年輕的時候都受過范仲淹的資助。北宋五

子中的張載則直接受到范仲淹的啓迪。胡瑗受范仲淹的推薦，主持蘇

州、湖州的州學，從而創立了“蘇湖教法”。我們在上堂課講到韓愈的

時候，講到他特別重要的一個貢獻是師道的建立。韓愈還只是一般性

地強調師道，而到了胡瑗這個時候師道的建立就直接變成了一套成規

制的教法，也就是“蘇湖教法”。到了仁宗朝慶曆四年的時候—也就

1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安定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
24頁。


